
 

 

國立臺灣博物館107年度自行研究計畫 

結案報告 

計畫名稱： 製作常設展:臺博館「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

學家的年代」常設展的策展與檢討 

執行人： 李子寧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 

計畫期限： 2018/1~2018/12 

 

計畫概述: 2017 年 11 月 20 日，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本世紀以

來首度重新規劃的常設展：「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在

襄陽路本館三樓正式對外開展。本展不只是臺博館本館自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後

首度推出的常設展，同時展示主題也超越了過去臺博館傳統常設展的主題範圍：

不再以博物學（自然史）的角度分門呈現臺灣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而以歷史的

角度回顧並審視臺博館如何透過博物學的蒐藏與展示而「建構」今日我們所知臺

灣（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的歷程。本計畫是以策展人的角度回顧「發現臺灣展」

策劃構思的理念與歷程，同時也檢討本展的定位與策略，並省思這些策展思維與

實踐的博物館學意義與得失。 

 

一、前言 

2017 年 11 月 20 日，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本世紀以來首度

重新規劃的常設展：「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以下簡稱：

「發現臺灣展」）在襄陽路本館三樓正式對外開展。本展不只是臺博館本館自上

個世紀 90 年代以後首度推出的常設展，同時展示主題也超越了過去臺博館傳統

常設展的主題範圍：不再以博物學（自然史）的角度分門呈現臺灣自然世界與人

文世界，而以歷史的角度回顧並審視臺博館如何透過博物學的蒐藏與展示而「建

構」今日我們所知臺灣（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的歷程。 

換句話說，這不是一部介紹臺灣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的博物學展覽，而是

一個回顧臺灣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是如何被近代博物學所「發現」的展覽。故展

名為「發現臺灣」
1
。但是，在此「發現」二字並不是如『哥倫布「發現」新大

陸』那種中心主義式的用法，罔顧「發現」之前的存在，而是以一種歷史回顧的

眼光，描述二十世紀初的博物學者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從事。 
                                                 

1 事實上，「發現臺灣」的展名，出自於本展諮詢顧問，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王嵩山教授

之手筆，由此也定調了本展的中心主題。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很「後現代」（後設）的展示主題。或許很多

人搞不清楚它究竟是什麼意思？也許有更多的人在逛完展場後，仍完全無法領會

「臺灣是如何被近代博物學所發現？」的命題。但是相信大部分的人應該不難從

展場琳瑯滿目的博物學標本裡體認到所有現場展出的物件之所以會在此並不是

一種偶然的結果，其背後隱然有一種「知識」在運作並促發蒐藏的過程。 

勾勒並回顧前述的「知識」及其運作過程並不是本文的目的，那應該是「發

現臺灣展」展覽本身的目標。本文也不是對展示內容與展品標本的文字補充，已

經有一本同展名：《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家與博物學的年代》的展覽專書

擔起此務。本文是以策展人的角度回顧「發現臺灣展」策劃構思的理念與歷程，

同時也說明本展的定位與策略，並檢討這些策展思維與實踐的博物館學意義與得

失。至於博物館早期歷史背景，博物學知識發展的歷史，乃至個別的博物學者與

其蒐藏，多半已呈現表達在展場與展覽專書中，在此就不再重複敘述。 

 

二、構思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 

「發現臺灣展」是臺博館 21 世紀以來首度推出的全新常設展，同時也是本

館預定陸續推出的三場常設展中之「首部曲」。臺博館上一次常設展的更新，已

經是在 1990 年代的末期。二樓東側的「臺灣的生物」常設展廳於 2001 年對外開

放，而西側的「臺灣的先住民」展廳則啟用於 2003 年，至今都已遠超過 10 年了，

其中雖不乏局部的更新與修復，但不論就內容或設計都已面臨必須全面更換的地

步。因此，在 2013 年，我在策展會議提出本館常設展更新計畫，規劃於 2014

年起陸續投入全館常設展的更新與製作。由於是 21 世紀所重新規劃的常設展，

因此將這一系列名為「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 



 

 

 

事實上，稱之為「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背後更蘊含著一種期許與企圖，

就是：「21 世紀臺博館要如何透過這一系列常設展的規劃製作而重新定義自己？」

上個世紀末的臺博館常設展，從製作到完成的過程固然有其雜音與爭議，但是事

後回顧，許多爭議之癥結其實並不在於展示技術或內容的良窳，而在於展覽的策

略，換句話說，該常設展在規劃上並沒有突顯出臺博館的長處，相對地反而在許

多地方自曝其短。其實，相較於 20 世紀末的常設展，臺博館 21 世紀的常設展更

新，在時間、經費與人力都不如上個世紀，要如何出奇制勝，推出不遜色於其他

新型博物館（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等），同時又不至於

重蹈覆轍的展示，首先就必須應該檢討並自問：臺博館的長處何在？又短處為

何？ 

臺博館的短處很容易列舉（如空間不足、人力短缺、經費有限），但臺博

館長處或獨特之處在哪裡？我覺得本館長處在於（1）收藏豐富（2）歷史悠久（3）

學科多元（當然這些固然可以是長處，但反過來也可能成為限制）。因此，照這

樣的分析，未來的常設展不論怎麼規劃，至少要反映而且善用上述三項長處，以

彌補我們的短處。按照這樣的思維，我想像一個最理想的常設展，應是以收藏品

為主，強調本館歷史，同時整合（而非分割）人、地、動、植各學門 。所以，

當時初步規劃一個可能的常設展佈局如下： 

（1）二樓西展區主題：人與自然。本區不再單純展示臺灣的自然風貌，而是結

合地學、動物學、植物學與人類學（人文）的收藏整體呈現臺灣過去到現在人與

自然的互動。 

（2）二樓東展區主題：臺灣的人群與歷史。不再單純展示臺灣原住民各族的風

貌，而結合人類學門中「原住民類」、「歷史類」、「考古類」與「民俗類」的

收藏，整體呈現臺灣過去多元族群的歷史。 

（3）三樓西展區主題：不再單純展示博物館的歷史，而結合館史與各學門的收

藏展出博物館收藏的歷史與脈絡。 

（4）三樓東展區主題：當代臺灣。不再強調臺灣的過去，而呈現當代臺灣族群、

自然的風貌。 

以上的規劃，特別想著重「整合」與「跨學門」的特色。我覺得，本館真

正的獨特之處，不只是單獨學門有何重要收藏，而是有著很「多元」的收藏。單

打獨鬥，未必能勝過其他館，但只有結合起來，才足以彰顯特色，也才能顯示本

館獨特之處，常設展應該反映這樣的特色。上述的構思，納入專門為兒童設計常

設展的構想，配合展區空間配置，詳如表一。 

經過考量館內經費、人力與時間等資源，表一的常設展架構後來再經過討

論與調整，最後整併成為「三部曲」計畫，見表二。而其中的第一檔（首部曲）：

位於本館三樓的「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常設展歷經 3



 

 

年半的策畫與製作，終於於 2017 年 11 月 20 日完工並對外開放，也代表臺博館

在這個漫長的新世紀常設展更新陣痛過程裡跨出的第一步。 

 

表一：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規劃構想表 

B1_東廳 常設展：兒童常設展 B1_西廳 常設展：兒童常設展 

1 樓_東廳 特展 1 樓_西廳 特展  

2 樓_東廳常設展：臺灣的人群與歷史 

主題：不再單純展示臺灣原住民各族的

風貌，而結合人類學門中「原住民類」、

「歷史類」、「考古類」與「民俗類」

的收藏，展體呈現臺灣過去多元族群的

歷史。 

2 樓_西廳 常設展：臺灣的自然與人 

主題：本區不再單純展示臺灣的自然風

貌，而是結合地、動、植與人類學（人

文）的收藏整體呈現臺灣過去到現在人

與自然的互動。 

3 樓_東廳常設展：當代臺灣 

裝置藝術+開放地方特展空間 

3 樓_西廳 常設展：館史（發現臺灣） 

主題：不再單純展示博物館的歷史，而

結合館史與各學門的收藏，展出博物館

收藏的歷史與脈絡，類似於 2008 年「百

年物語」特展的第一單元。 

製表：李子寧 2013  

 

表二：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三部曲 

 

 

 

 

 

 

 

 

 

 

 

 

 

 

三、區隔與定位 

如前所述，「發現臺灣」常設展本身雖是一個獨立的展覽，但它同時也是本

館「新世紀常設展三部曲」計畫的一部份，因此，在主題上需要和同時進行的其

他常設展，特別是二樓的常設展有所「區隔」。那麼這兩個展覽間要如何區隔？

2F：博物臺灣 (三部曲) 
A 區（東廳） 生態臺灣 

B 區（西廳） 人文臺灣 

預計 2020 開放 

3F：發現臺灣 (首部曲) 
發現之道、臺灣新象、過去的未來 

2017 開放 

B1：一二三到臺灣 (二部曲) 
兒童常設展 

預計 2019 開放 



 

 

簡單地說，二樓常設展的主題是以藏品呈現「臺灣」，三樓常設展的主題則是以

藏品呈現「館史」。因此，一者聚焦臺灣，一者強調臺博館，兩檔常設展的界線

就此劃出。而結合「典藏」與「館史」，透過百年的典藏歷史來呈現臺博館百年

的發展就成為三樓「發現臺灣展」初步的定位。 

事實上，以「典藏歷史來呈現博物館百年的發展」，在 2008 年的「百年物

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
2
（以下簡稱「百年物語展」）中即已採用。2008

年的「百年物語展」性質雖屬短期性的特展，但作為紀念臺博館設立百週年而特

別規劃的展覽，其內容又以博物館的百年典藏為主題，因此本身就儼然有如一檔

「準常設展」。從 2008 年到 2013 年，時間上已相距有 5 年，不僅有新資料陸續

的出現，同時重新規劃常設展企圖，也令策展團隊不想單純重覆 2008 年「百年

物語展」的內容。 

「發現臺灣展」與「百年物語展」彼此在主題上如何區隔？這一點也是在

「發現臺灣展」策展構思過程中曾頗費心思考的一個問題。相較於 2008 為紀念

博物館設立百週年而策劃的「百年物語展」，主要聚焦在於臺博館歷史上重要的

「蒐藏者」（及其蒐藏品），2017 年的「發現臺灣展」則較著墨於導致蒐藏的「知

識傳統」，也就是近代博物學的傳統。因此，在這個脈絡下，臺博館（臺灣總督

府博物館）其實不只反映出日治初期殖產調查之結果，同時也是近代（西方）博

物學（或科學）知識在臺灣的一種特殊體現。 

本展會採取上述以「知識傳統」角度切入的另外理由，就是想要避免單純

「偉人式」的館史敘事。過去一些博物館，在展示所謂「館史」時，常淪為博物

館歷史上重要人物（特別是歷任館長們）的傳記組合。當然，這不表示「大人物

列傳」式的館史展示不對或不恰當，只是對於一般觀眾而言，這種取向似乎缺乏

說服力，不能讓他們產生一種切身的感受。博物館的館史人物展示在強調這些人

物對博物館的重大貢獻之外，經常疏於向一般觀眾解釋他們的故事對博物館以外

的一般人而言具有何意義，以致於博物館的「館史室」經常成為一種必要但卻較

「無趣」的呈現。 

「發現臺灣展」想要做的「館史展」，是讓臺博館的歷史不只對臺博館來說

是重要的，同時對臺灣人來說也是重要的，因為這段館史同時是臺灣如何被認識

重要的見證。因此，本展回溯至臺博館的源起，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的 20 世紀初，

當時稱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成立前後，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發現年代」，

重新審視那些奠定今日臺博館收藏基礎、形塑臺博館風貌的博物學發現、發現者、

與發現傳統。 

當然，這個主題：『臺灣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如何被近代博物學所發現』，

其本身就是一個很複雜而龐大的課題，而它是否能夠在一個不到兩百坪的展覽空

間裡充分地呈現則又是另外一個難題。然而，臺博館恐怕也是最有資格來處理這

                                                 
2 關於該展內容詳見：李子寧等（2008）《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導覽手冊》，台北：

國立臺灣博物館。 



 

 

個議題的博物館。畢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臺博館的歷史就是近代博物學「發

現臺灣」歷史的一部分，其收藏與展示更深刻地反映出那那個時代博物學的知識

傳統與實踐。只是在過去，作為一個博物學（自然史）為主體的博物館，臺博館

經常習慣於把自然界當成『客觀的存在』來呈現，而不習慣將自然界與自然的「物

證」，也就是生物標本當成『歷史的結果』而回顧並審視。就此而言，本展就不

只是一個單純『館史室』式的回顧展，而是一個透過回顧博物館歷史以檢討近代

博物學與博物館如何建構甚至形塑我們今日所知的臺灣自然世界與人文樣貌之

展覽。 
本展主軸其實牽涉到三方面主體及其互動關係：「人」、「物」、「知識」。其

架構雖免不了以博物館歷史上重要的「蒐藏（研究）者」對象，但重點是在呈現

「蒐藏（研究）者」為何、如何要蒐集那些藏品（標本），因為很多「標本」並

不是「適於看的」而是「適於想的」，「蒐藏（研究）者」收藏這些標本背後其實

蘊含著一整套「知識背景」。因此，要理解這些標本為什麼被收進博物館，就必

須要理解為何收集標本的知識與邏輯，以及「蒐藏（研究）者」如何利用被蒐集

的「標本」來闡明（證明）其觀點與想。 

 

四、換個角度看「標本」 

除了上述角度的考量與定位外，「發現臺灣展」也源自於一種態度，同時也

希望能夠帶觀眾一起：換個角度看「標本」。在自然史博物館3中，經常將其「藏

品」逕稱為「標本」。對一般人說，博物館裡收藏的「標本」，可以說是一種既熟

悉又陌生的稱呼。熟悉是經常聽得到，陌生則是不了解它們是究竟是什麼意思。

其實，自然史博物館裡稱呼的「標本」，不僅是約定俗成的說法，同時也有其知

識上的背景，另一方面，關於「標本」的陳列展示也涉及一套獨特的「觀看方式」。 

或許對於所謂「標本」(specimen)一個最直接的解釋就是「樣本」。一件標

本就是它背後那個物種（人群、或文化）的「代表樣本」，例如一件寬尾鳳蝶「標

本」是它背後數以萬計寬尾鳳蝶活體的代表。所以，個別來看，一件標本是一個

集合體（物種、人群、或文化）的代表，集體來看，不同標本的集合構成自然界

（人類世界）不同物種（人群、或文化）的集合。因此，博物館透過標本而傳達

的訊息就永遠不是關於那件標本本身，而是關於那件標本（背後）所代表的物種

（人群、或文化）。而就像我們會很自動地將電影裡個別獨立的影像畫面「置換」

成有序列關係的事件與時間，參觀博物館的觀眾也會很自動地將展場裡個別獨立

的標本「置換」成不同的物種（人群、或文化）。這就是傳統自然史博物館「標

本」的「敘事策略」。 

                                                 
3英文裡的”natural history”，中文有時翻為「博物學」，有時翻作「自然史」，在本文裡，基本上使

用「博物學」的用法，但是如涉及”natural history museum”，則仍依慣例使用「自然史博物館」。 



 

 

傳統自然史博物館透過「標本」呈現「集體」（物種、人群或文化）的「敘

事策略」是一種很有力的工具，它能夠讓博物館在有限的空間裡呈現龐大的物種

類別、廣褒的地理空間，以及悠遠的時間與變遷歷程，有如從一粒沙裡看世界。

但是，這種「自然標本式」的呈現亦有其「盲點」。其中最關鍵的「盲點」就是

「標本」本身的獨特性及其歷史性經常被抹滅。事實上，大部分的自然史博物館

在透過個別「標本」呈現「集體」時，經常未能提醒觀眾每件個別「標本」都是

被人（當然還有人背後指導它如何去蒐集並製作的知識傳統）所蒐集並製作出來

的，而且在被蒐集進入博物館以後，「標本」亦會經歷不同的「處理過程」(curatorial 

process)。就此角度來說，「自然史標本」也是一種「歷史文物」，只是在傳統自

然史博物館的「敘事策略」中，標本的歷史面相被掩蓋住了。所以，如果我們能

夠換個角度看「標本」，把「標本」看成不僅是一個無時間性的符號，或一種可

置的換集體代表，同時也是一個有歷史深度的獨特文物，情形會怎麼樣呢？ 

 

五、\當博物學標本變成歷史文物….. 

「發現臺灣展」嘗試從博物學知識傳統的角度呈現與回顧臺博館的蒐藏與

歷史，但是在採取這種角度的同時，我們並不將博物學知識當成展示背後的參照

知識，而將之視為一種被展示的對象。因此，在本展覽中，博物學成為博物學史，

而博物學標本則變成歷史文物。 

然而，把「博物學標本當成歷史文物來展」，講來似乎很「擲地有聲」，真

正要透過展覽的形式將之「實踐」出來則不見得如單純動動筆、搬弄一些學術「術

語」那麼容易自在。幾經討論，最後我們決定在展場裡採取兩項「措施」，以「彰

顯」出展場裡「博物學標本」的歷史性。第一項「措施」偏於展示內容的調整，

第二項則涉及展示方式的改變。 

傳統的博物學標本不僅有一套特定的解讀方式，也有一套約定俗成的呈現

手法。大家不妨閉上眼睛回想一下過去參觀自然史博物館經驗裡是怎麼「看標本」

的？很多時候，我們在博物館裡常常不是看到一件標本，而是一個匯集了許多標

本的「場景」，博物館稱之為「生態造景」（diorama）。經常一個「生態造景」包

括了許多（理想上）生活於該生態環境下的生物（標本），每隻生物都是那麼「栩

栩如生」，以致於你明知道那些都是「人工製作」的，但是你的大腦還是強迫你

神遊入那個「自然世界」裡。 

如果我想要將上述「博物館魔術」予以「除魅」(disenchantment)，那麼首

先就應該將上述「展示叢結」予以「解構」，並提供足夠的線索使觀眾得以「還

原」標本的個別性。所以，「發現臺灣展」的展場裡約三百多件博物學標本，沒

有一件標本是在「情境式」脈絡下被展出，同時（為了暗示觀眾標本蒐集的歷史），



 

 

許多展場裡的標本，不論是生物或自然類標本，或人文的物件，多半都是帶著博

物館蒐集（處理）的標籤而展出，這無疑也是一種「反傳統」的作法，但是也是

為著「反傳統」的目的。 

如果不以傳統自然史博物館慣用的「情境式手法」─透過場景脈絡「暗示」

觀眾標本的符號性，那麼該採用什麼樣的「反傳統」展示策略？我們於是想到了

東京大學總合研究博物館館長西野嘉章，幾年前籌劃出幾檔以藝術角度重新詮釋

東京大學總合研究博物館所藏的自然史標本的展覽
4
，皆令人印象深刻，同時也

啟發我們以藝術詮釋科學的可能性。 

  

 

六、當科學遇見藝術… 

 2017 年 11 月 21 日以後步入「發現臺灣展」展場的觀眾，第一個印象深刻

之處或許不在這個展場裡眾多的博物學標本，而在於這個展場的展示風格竟不是

那麼「科學」（博物學），反而洋溢著「藝術」的氣氛。 

其實，展場裡「藝術」氣氛的引入不是意外，而是策展的選擇。相較於自

然史或科學博物館擅長以情境、場景或道具以「消解」標本本身的「存在感」，

美術館的展示則是物件的「清教主義者」。前者是從一粒沙中看世界，而後者則

是每個物件（作品）都構成一個獨特的世界。因此，不只博物館是一種獨特的「觀

物方式」，不同性質的博物館更構成不同的「觀看傳統」。 

那麼，如果讓觀眾以觀看美術館藝術作品的方式來觀看自然史博物館的標

本會有什麼結果？可以想見，標本作為一種集體性分類的符號性會被消解，而它

作為一個博物館歷史性收藏的獨特性與歷史性會受到彰顯。這正是「發現臺灣展」

展場裡的「藝術氛圍」想要達致的效果：讓觀眾直接「看到」標本本身，領略它

本身的獨特性，甚至體認它帶來的歷史滄桑，而不是透過標本看到抽象的分類概

念。  

「發現臺灣展」的展場裡不僅是展示設計的風格採「藝術風」，展示資訊（如

單元說明、說明牌等）提供的方式也都比較「藝術」。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在策

展過程中，館內出身博物學與人類學的 curators 最難以適應之處。事後反省，也

許是我們這群「類科學博物館」5的 curators 長期習慣將有關展示及展品的資訊做

得「醒目而充分」，唯恐觀眾讀不到或讀不懂，所以對展場內讓展品本身佔居視

覺主軸而其說明資訊多退居「邊邊角角」而且經常過份「精簡」的設計，不免會

感到一種「沒把話講清楚」的職業恐慌。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想，本展的策展

                                                 
4 參見：西野嘉章著，黃姗姍等譯（2016）《行動博物館：文化經濟的視野》。台北：藝術家。 

5 泛指所有科學類、博物學類、文化類（人類學）、歷史類的博物館。 



 

 

理念本就是強調讓觀眾「逆向」去「換個角度看標本」，那麼透過（展示）形式

上的「逆反」不正也是內容上「逆向觀看」的最佳暗示？ 

 

七、反省科學知識與權力 

除了回顧博物學知識與博物學蒐藏，本展作為臺博館新世紀「首發」的常

設展，也期待能以新世紀的角度與高度去面對臺博館過去歷史裡或許並不那麼

「光彩」的一面，特別是過去博物館（蒐藏與展示）機制與博物學知識在殖民歷

史裡的角色。事實上，自上個世紀 80、90 年代起，西方博物館學與社會文化史

的研究逐漸聚焦於檢討並反省博物館—包括其蒐藏與展示過程中—隱含的權力

關係，以及/或博物館作為當權者（帝國或殖民統治）的「喉舌」的角色。同時，

從 20 世紀末到 21 世紀初，許多西方在殖民時代成立的大型博物館也經歷重大的

轉型或再定位。作為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館，我們以為，將臺博館及博物

學知識及直接視為帝國或殖民統治的「幫凶」或許太沈重，但是博物學知識及博

物館機制在當時國家機器統治下發揮的「合理化」效應與角色也難以被否認。任

何回顧這段歷史的展覽，除了檢討知識的正當性外，也該反省知識（與機構）的

權力性格。 

全面性地「揭露」博物館知識與實踐的「政治性」並不是「發現臺灣展」

的主題，也不是所有「發現臺灣展」的單元都採「批判」的角度來檢視博物館蒐

藏與展示，但是透過歷史的回顧，博物館蒐藏與展示過程裡的「權力性」也無可

避免地被呈現。其中表現最明顯的莫過於西展廳的「我群、你群、他群：原住民

族群分類與展示」單元（及子單元「族群與人偶：博多風俗人偶裡的臺灣原住民」）。

許多觀眾參觀至本區總不免先被展櫃內「博多人偶6」的「公仔造型」給吸引，

但是，其實它們並不是今日我們所想像的那種「公仔」，它們是那個年代博物館

裡族群分類展示的「教具」與「科學模型」，透過它們與展場內同時陳列的地圖

與（民族學）標本共同營造的「視覺印象」，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人類學家所

提議（建構）的原住民各族的抽象分類—什麼是泰雅族？排灣族？阿美族？布農

族？……—才得以在參訪者眼裡「具象化」，也使得世紀初以來博物學致力建構

的分類知識成為我們意識裡的「常識」。 

 

八、博物學者輓歌 

                                                 
6所謂「博多人偶」是一種日本博多地區傳統素燒彩陶人偶。20 世紀初廣受運用製作各種「種族

模型」。「發現臺灣展」裡展出一系列原住民各族的「博多人偶」就是其中的一類。參見：李子寧

等（2017），《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頁 136～43。台北：國立臺灣博

物館。 



 

 

如果說本展對博物館及博物學的「知識生產」角色帶著某種批判的立場，

對於展場內現身的「知識代言人」—博物學家們則多採取較為寬容與同情的立場。

事實上，「發現臺灣展」聚焦的年代—二十世紀前半期或許可稱是臺灣博物學「發

現」的黃金年代，但是對於活在那個時代的博物學家，至少以臺博館為據點的博

物學家而言，除了智識上的機會，現實生活裡的際遇皆多不遂。有的英年早逝、

壯志未酬（如川上瀧彌
7
、小西成章），有的理想破滅、投海自盡（森丑之助）

8
，

有的不容世局、晚景堪憐（如尾崎秀真
9
、堀川安市

10
、陳兼善

11
）。雖然展場裡並

沒有特別強調個別博物學家生平際遇裡的「悲劇性」，但是最後展場裡刻畫的博

物學家群像竟不免帶著一種「輓歌」的風格。交織在上個世紀百年前博物學標本

與博物學家的黑白紀念照間，引人憑弔的是那些瀕臨絕種的物種，還是「瀕臨絕

種」的博物學家？ 

身為展覽的策展人，一個經常被觀眾問到的問題就是：「為何展場裡的博物

學家多是日本人，或是皆為 50 年代以前的人？」其實，這個問題在策展的各階

段都一直縈繞在我們腦中，也嘗試提出過許多合理的「解釋」。例如：20 世紀初

是博物學知識流行與博物學發現黃金時代的「時代說」，或是作為臺博館新世紀

常設展「三部曲」中之第一部曲自然聚焦於博物館早期蒐藏史的「首部曲說」。

然而，在所有合理的解釋之外，恐怕連我們自己都難以否認，作為臺灣博物學「啟

蒙兼開創者」的臺灣博物館，傳統博物學的（研究蒐藏）傳統在這個博物館裡也

逐漸日薄西山，甚至快要到達「無以為繼」的地步了。如果說「發現臺灣展」可

視為是一部對百年前博物學家之「輓歌」，它也未嘗不可視為是對博物學傳統在

臺博館逐漸沒落的「憑弔」。 

                                                 
7 參見：歐陽盛芝、李子寧，（2015），〈百年溯源：川上瀧彌與臺灣博物館的創建〉。在：《鑑古

知今：紀念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舍落成百年論文集》（李子寧、歐陽盛芝 主編），頁 11-44。台北：

國立臺灣博物館。 

8 參見：楊南郡，（2015），〈臺灣博物館開館功臣之一：森丑之助〉。在：《鑑古知今：紀念國立

臺灣博物館館舍落成百年論文集》（李子寧、歐陽盛芝 主編），頁 75-83。台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又見：吳佰祿，（2015），〈從行腳到文化幅員：森丑之助的歷史軌跡與轉化〉。在：《鑑古知今：

紀念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舍落成百年論文集》（李子寧、歐陽盛芝 主編），頁 85-102。 

9參見：李子寧，（2015），〈臺灣歷史的博物學研究：尾崎秀真與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鑑古

知今：紀念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舍落成百年論文集》（李子寧、歐陽盛芝 主編），頁 45-74。台北：

國立臺灣博物館。 

10參見：朱耀沂，（2015），〈堀川安市與臺灣〉。在：《鑑古知今：紀念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舍落成百

年論文集》（李子寧、歐陽盛芝 主編），頁 113-22。台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11參見：賴春福 ，（2000），〈光復後首任臺灣省立博物館館長：陳兼善小傳〉。《臺灣博物》19 (4): 

92-95。 



 

 

 

九、過去的未來 

最後，雖然本文已盡量避免重複展場或展覽專書已提過的內容，但是作為

本展策展理念的回顧，仍有必要交待本展最後單元，也是展覽結尾：「過去的未

來」這個單元的意義。 

在展場裡，本單元說明文字是這樣地寫道：「博物館不只能夠帶我們回到過

去，同時也能反省當下，展望未來。……在博物館裡，過去就是未來。這就是博

物館可以歷久彌新的秘訣」。有時候，「理想」的展覽說明文
12
該寫得像廟裡的籤

詩，或國外中餐館飯後送的「幸運餅乾」裡的箴言一樣：文詞工整對仗但語意模

稜散漫。 

但展品卻不是如此，展場裡「說明文字」與「展品」的關係，不是對等的

「置換」關係，而應是有如紅樓夢裡的「元宵燈謎」：文字（謎語）與物品（影

射）形成一種「互補」的語意關係。只有如此，籤詩或幸運餅乾箴言式的模稜兩

可才能經由展品的對照而明顯，就像元宵燈謎需要有「謎底」，當兩者一起讀，

觀眾才會恍然大悟。 

其實，本單元想要處理的議題，與前面展場裡一貫的企圖─如何換個角度

看「標本」─並無二致。只是在這一區內，我們嘗試請觀眾去超越「標本」的「普

同性」而還原其「獨特性」後，更進一步請觀眾去思考它對我們的未來具有的意

義。因此，博物館收藏的雲豹標本就不再只是過去物種的歷史紀錄，同時也成為

一把通往未來的鑰匙—透過其中保存的遺傳資訊而提供未來重建物種的可能線

索。另一方面，博物館裡的老標本同樣也能提供當代創作者充分的素材與靈感。

本展場最後兩件「標本」─也是兩件當代藝術創作者的「作品」：泰雅族織藝師

尤瑪・達陸的《古虹新姿》與多媒體藝術家王俊傑的創作：《過去的未來》，分別

取材自展場內古老織品的紋樣與各種標本的型態，衍生發展出兩件匠心獨具、新

舊交融的裝置藝術作品。 

我們相信，只有讓觀眾去了解，博物館裡的「標本」可以用這麼多不同的

方式來解讀，以這麼不同的方式被呈現與利用，博物館才能超越自我複製的循環，

而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12 此指展覽的「單元說明」，而非個別展品的「說明牌」。 

 


